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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依托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与劳伦·埃尔金的“漫游女子”概念，系统分析了美国作家伊迪

丝·华顿小说《纯真年代》中女性漫游者梅与艾伦的主体性建构路径及其面临的性别规训。研究表明，

19世纪末纽约上层社会对女性行为的严格规范深刻影响其自我认同与选择自由。与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

梅相比，艾伦则以“漫游者”姿态展现其对身份流动性的追求。二者在文化背景与心理结构上的差异，

促使其对“漫游”的理解呈现显著分野：梅将自我定位固化于家庭伦理框架之内，而艾伦则将其转化为

精神自由与主体重构的象征。这种对比揭示出女性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身份挣扎与重构逻辑。

本研究尝试将“女性漫游者”视为现代性经验中一种特殊的主体形态，并主张将“漫游”置于性别与阶

级交织的历史语境中加以重审，从而拓展“漫游者”理论的适用边界，为理解现代性进程中女性主体性

的生成机制提供新的学术路径。 
 
关键词 

自我认同，现代性，焦虑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The Anxiety and Exploration of  
Self-Identity among Flâneuse  
in The Age of Innocence 

Jian’ou Wu, Xiaohong J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ianjin  
 
Received: Jun. 5th, 2025; accepted: Jul. 30th, 2025; published: Aug. 11th, 2025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4083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4083
https://www.hanspub.org/


吴建欧，籍晓红 
 

 

DOI: 10.12677/wls.2025.134083 586 世界文学研究 
 

 
 

Abstract 
This paper, grounded in Anthony Giddens’ theory of modernity and Janet Woolf’s concept of the 
“flâneuse,” offer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and gendered disciplinary 
mechanisms experienced by the two flâneuses—May and Ellen—in Edith Wharton’s novel The Age 
of Innocenc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rigid societal norms governing women’s behavior within 
the upper echelons of late 19th-century New York exerted profound constraints on their processes 
of self-identity and decision-making capabilities. In contrast to May, who epitomizes the conven-
tional ideal of femininity rooted in domestic propriety, Ellen adopts the posture of the “flâneuse” as 
a means of enacting her desire for identity mobility. Divergences in cultural context and psycholog-
ical disposition result in a marked distinction in their conceptualizations of “flânerie”: while May 
internalizes her identity within the familial ethical framework, Ellen reconfigures it as a mode of 
asserting spiritual freedom and reconstructing subjectivity. This comparative analysis unveils the 
dynamics of identity negotiation and reformation undergone by women during the transition into 
modernity. The study proposes a novel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positing the “flâneuse” as a dis-
tinctive form of subjectivity within the terrain of modern experience. It further advocates for a crit-
ical reassessment of “flânerie” within a historically specific context shaped by the interplay of gen-
der and class, thereby expanding the analytical scope of flâneuse theory and offering a fresh schol-
arly trajectory for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and articula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in the mod-
er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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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美国风俗小说家伊迪丝·华顿将其长篇小说《纯真年代》的叙事背景设定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纽约

社会。此时正值美国社会历史转型的关键节点，政治矛盾、文化危机及贫富差距的加剧共同营造了一股

弥漫全国的焦虑氛围。该小说聚焦于年轻律师纽兰·阿切尔与两位女性人物——梅·韦兰及艾伦·奥兰

斯卡之间盘根错节的情感纠葛。借助精微细致的心理刻画，华顿不仅生动再现了 19 世纪末期美国上流社

会的生活风貌及其深植的社会道德规范，还进一步剖析了女性个体在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道路上所面临

的种种社会障碍与内心冲突。 
随着现代社会的持续演进，时空分离现象冲破了传统地域性和血缘性交流模式的限制，从而促使身

份认同构建超越了原有文化边界。在此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信任机制逐渐退位于普遍存在的怀疑和不

信任，进而引发本能上的畏惧和焦虑“直抵我们那种活在世上的连贯性感受的深处”([1]: p. 6)。因而，在

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个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流动性趋势，并伴随着显著的焦虑情绪。 
关于流动性，尽管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其理论框架中并未明确使用这一术语，但他对现代性

进程的论述实际上触及了这一概念的核心。吉登斯强调，现代性是一个涉及时间和空间深刻重组的动态

过程，而在晚期或高度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制度的抽离化成为显著特征，这意味着社会关系不再严格

受制于特定的地理空间，而是能够通过各种媒介和网络技术跨越物理空间的界限。流动性虽被视为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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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重要标识之一，但传统现代性论述时常以男性流动性体验作为叙述的核心焦点，继而“忽略了女性

与流动性、现代性的关系”([2]: p. 93)。文化批评家丽塔·菲尔斯基在其著作《现代性的性别》中提出，

若在现代性研究中不再以男性经验为默认范式，而是将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体验置于分析的核心位

置，则现代性所呈现的社会图景或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3]: p. 10)。 
此外，“漫游者”概念直至 19 世纪末才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得到详细阐述。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

的画家》中表示，对于漫游者来说，生活在变动的万物之中是一种极大的快乐，并进一步将现代性界定

为“过渡、短暂、偶然”，而这些特质恰恰构成了漫游者精神内核的关键要素([4]: p. 19)。进入 20 世纪上

半叶，本雅明继承发展了波德莱尔关于“漫游者”的思考，并在《拱廊街计划》中扩展了“漫游者”一词

的文化内涵，认为该形象是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而产生的人物。然而，本雅明的“漫游者”概念在相当程

度上承袭了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所塑造的男性漫游者居伊的形象，反映了当时女性在公共

空间中所遭遇的诸多限制与束缚。艺术社会学家珍妮特·伍尔芙也在其著作《看不见的漫游女子：女性

与现代性文学》中提出，基于 19 世纪的性别角色划分，女性漫游者的形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难以形

成的([5]: p. 41)。这一论述进一步印证了漫游者概念的性别偏向性，即女性在公共场所的漫游行为仍被视

为日常之下。但法国作家劳伦·埃尔金在《漫游女子》一书中对伍尔芙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指出漫游

女子是“坚定又机敏的独立个体，敏锐地应和着城市的创造潜力，以及一次美妙漫游示范出来的可能性”

([6]: p. 25)。埃尔金的论述拒绝了男性漫游者作家主导的具象的准则规范，从而肯定了女性在城市空间中

的独特体验和表达方式。 
总之，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象征，女性漫游者不仅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女性的都市体验与城市发展的

复杂关系，也在探讨现代性、现代城市及现代知识分子等议题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上述理论

框架，本文旨在运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结合漫游者的相关概念，深入探讨《纯真年代》中女性漫游

者梅与艾伦所展现的身份认同焦虑，从而进一步为现代性背景下性别角色的变化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2. 梅：前现代空间的守护者 

小说叙事背景设定于美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上流社会尤为重视自身社会地位的维护，因

而对诸如从商从政、新纽约人文化等不高雅事物和行为持规避态度。这群被称为老纽约人的群体，对现

代生活的诸多方面表现出显著的排斥心理，尤其反感现代生活中那些过渡性、短暂性及频繁变化的元素。

换言之，他们是现代性的坚决批判者与深刻反思者，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现代

性的一种反向映照与有力挑战。 
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女主人公梅作为老纽约社会的成员，其角色可以被视为前现代空间的守

护者，而前现代空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社会互动的空间属性均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7]: p. 16)。换句

话说，老纽约人的社会关系和互动主要植根于熟人间的高度信任，这就导致上流社会逐渐成为一个相对

孤立且封闭的小型社群。他们积极捍卫一个由老纽约内部人构成的纽约形象，即使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

上可能只是他们主观构建的产物。他们唯恐与他者的联系会削弱其独特性与自主性，进而导致自身沦为

被淹没的群体。这种排他性的立场强化了老纽约人自我群体的边界和内部凝聚力，从而应对潜在的社会

变迁和身份危机。在这种抽象社会体系中，所谓的专业知识便是老纽约人所共同信奉的纯真价值观。然

而，他们对这套价值观讳莫如深，以至于以波福特为代表的外部人员因无法洞悉这些专门术语而被阻隔

于上流社会之外。 
例如，老纽约人对杰克逊先生在处理家族事务上权威地位的认可，可以与莱弗茨在得体行为规范方

面的专业见解相媲美。具体而言，纽约人将前往歌剧院迟到早退视为一种社交规范。同时在社交场所，

女士按照礼节需“静候愿与她交谈的男士依次来到她身边”([8]: p. 86)。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理论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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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系统是“由技术成就或专业的专家知识所组成的体系”，而回归到小说文本，杰克逊、莱弗茨等人

便是老纽约上层社会内部存在的一套由特定领域的权威人物组成的专家系统的一部分，这些人物因其在

特定领域内的丰富知识和实践经验而被公认为权威([7]: p. 24)。通过这些权威人物的指导和示范，老纽约

社会得以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坚守其纯真价值观，这样不仅有助于纽约上层社会保持其独特的生活方式

和社会规范，还确保了文化的连续性和社会的稳定性。 
然而，正如涂尔干于 1898 年所断言，在现代社会持续变迁的过程中，任何单一的传统都无法独揽大

局，亦无特定的习俗性行为模式能独自构成为个体在现代社会中行动的基础。同时，吉登斯也表示现代

性的核心特征正是“不为传统、习俗、习惯、惯例、期望和信念所禁锢”([9]: p. 15)。根据文本叙述，纽

约的城市人口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类群体：一是以梅为代表的老纽约人，他们被统称为“Old-New Yorkers”，
这一称谓强调了其在城市历史与文化中的常住民身份；二是以艾伦为代表的前纽约人，他们则可以称为

“Ex-New Yorkers”，这反映出其曾在纽约居住但在某个时间点离开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转变；

三是以博福特为代表的新纽约人，他们则可被冠以“New-New Yorkers”的称号，这则体现出他们是相对

较新的移民或居民，还暗示了他们在多元城市文化中的独特位置。这种命名方式揭示了文化背景对不同

群体身份构建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连字符之后的词汇，老纽约人自主地将更为丰富的象征

意义和文化内涵赋予于连字符前面的词汇。这三类名称不仅是对个人和群体身份的一种表达，也是对社

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一种反映，它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理解城市居民如何通过语言来构建和维护自

身的社会身份的窗口，以及这种身份构建如何影响他们对城市的感知和互动，进而影响城市的社会结构

和文化动态。 
此外，随着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对纽约传统的社会层级和文化规范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挑战。这一时期的纽约社会结构呈现出明显的金字塔形态，其中上层由传统的精英阶层占据，

而中下层则汇聚了包括画家、音乐家及自由撰稿人在内的新兴群体。这些新纽约人以其独特的文化和艺

术追求，不仅推动了社会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时也对既有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产生了冲击。正如霍顿

所指出的，现代社会所处的焦虑之世实际上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潜藏于乐观主义表象之下的深层恐惧[10]。
以波福特为例，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之一，他选择在第五大道定居，而该区域不仅是纽约市的商业

和购物核心，而且更是社会层级与文化资本的关键符号。波福特的这一举动，不仅标志着新兴力量对传

统权力结构的挑战，也反映了社会阶层之间的动态变化。因此，波福特的入住不仅对老纽约人的身份认

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加剧了当时社会转型期的紧张局势。 
作为都市空间的占领者，老纽约人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其在特定空间内的话语权威，进而

把那些通过言行挑战所谓正义体系的个体边缘化。这些措施涵盖了婚姻规范、社交活动准则以及居住地

选择等方面。老纽约人尤其通过联姻的方式将新兴资产阶级和其他可能威胁其地位的群体排除在外，从

而修筑起一道坚实的阶级壁垒。与此同时，在 19 世纪末期的美国社会，特别是在纽约的上层阶级中，女

性面临着极其严格的社交与行为准则。彼时，女性往往被视为家庭的装饰品，她们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婚

姻市场上的吸引力以及在婚后作为理想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扮演上。社会期待她们举止优雅、言辞得体，

从而避免任何可能引发争议或负面评价的行为。婚姻在此背景下不仅仅是个体的选择，更被视为家族地

位和社会网络的拓展。因此，梅与纽兰的结合不仅是个人婚姻的选择，更是老纽约人在都市空间中维护

自身地位和文化传统的策略。梅的婚姻象征着老纽约人在社会地位和文化资本上的双重联合：纽兰凭借

其良好的教育背景和高尚的道德品质，不仅巩固了自己在上流社会中的地位，还获得了更多社会资源与

机遇；梅则通过联姻，进一步确认并强化了其作为老纽约上流社会成员的身份。 
就连阿切尔夫人也表示梅可以称之为“纽约最好的结婚对象”，而这段婚姻才是纽兰应该进入的“无

可指摘的家庭生活的港湾”([8]: p. 39)。这种外在评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梅构建独立且完整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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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的发展。然而，梅的内心深处或许怀揣着更为复杂的情感和愿望，这与外界对她单一维度的期

望构成了深刻的矛盾。尽管她最终同意与纽兰结婚，但在宣布婚讯之时，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恍惚而凝

重”，不仅揭示了她对婚姻这一理想化幻象的怀疑，同时也表达了她对自己未来角色的深切焦虑([8]: p. 
25)。 

作为典型的前现代空间守护者，梅代表了老纽约上流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即强调稳定、秩序和家庭。

梅的行为模式和社会期望高度一致，她严格遵守传统礼教，对任何可能威胁到既有社会秩序的新思想或

新行为持保守态度。她的形象体现了 19 世纪末美国上层社会对女性角色的理想化构想：纯洁、顺从、温

婉，且对社会地位有着极高的敏感度。梅的性格特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身份的固有认知，也揭

示了老纽约人对于维持传统生活方式的强烈愿望，即使这意味着拒绝接受现代性的某些积极方面。起初，

纽兰就表示要培养梅的“社交手腕和才智”，从而使其在做到“练达圆通、殷勤周到”的同时，还不会

“表现出任何软弱”([8]: p. 7)。 
但是艾伦的出现冲破了纽约一成不变的旧习俗，纽兰开始意识到梅其实是“社会制度的可怕产物”，

而他的婚姻完全是“以一方的无知与另一方的虚伪为纽带、基于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无聊联盟”([8]: p. 
47)。纽兰对梅的评价也进一步揭示了梅性格的两面性：“如果她的简单意味着琐碎狭隘，他也许会恼火、

会反抗；但她的性情虽然单调，却同她的面貌一般美好，于是她便成了他那些旧传统的守护神。”([8]: p. 
212)这一评价不仅反映了纽兰对梅的复杂情感，也揭示了梅在维护社会传统方面的双重角色。她的“简

单”和“单调”性情虽然可能显得乏味，但这些特质使她在老纽约上流社会中成为了一个无可替代的象

征。 
学者史菊鸿也表示以梅为代表的老纽约人“严格抵制任何塔外的入侵者，不允许任何有悖于‘时尚’

的行为存在”([11]: p. 70)。因此，梅的纯真不仅是一种外在的表现，也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这种约束

使她能够有效地抵御外部的挑战和变化。换句话说，梅符合上流社会对“好女人”的定义，即无论遭受

何种不公，都不会主动追求个人自由。然而，这种角色的局限性也使得梅在追求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方

面受到了极大限制。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指出：“在前现代时期，迁移、游牧以及商人、冒险家长距离的奔波是

较为平常的事，但是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恒常而密集的流动形式(以及普遍意识到的其他生活方式)
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于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7]: p. 90)梅在小说文本中的形象恰好

体现了这种前现代的相对隔绝状态，她的漫游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集中于社交场合的表面互动和家庭生

活的日常管理，而不是内心的探索和自我发现。这位女性漫游者将自己严格限制于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内，

如纽波特等传统避暑胜地。当阿切尔提议前往一个偏远小岛度假时，梅对此建议置若罔闻，这映射出她

对旧有生活方式的执着以及对变化的恐惧。甚至在梅观念中的蜜月旅行，也不过是“有更多时间散步、

骑马、游泳以及尝试有趣的新运动”([8]: p. 212)。对这位纽约传统习俗的维护者来说，旅行的意义在于享

受熟悉的活动和环境，而非探索未知或体验新的文化。这种对旅行的狭隘认知，进一步揭示了梅在父权

制和传统价值观影响下的生活轨迹。与此同时，与结婚生子相关的语汇往往象征着漫游状态的对立状态。

婚后，梅的流动性更是囿于家庭生活的小圈子内，并以一名贤妻角色融入并顺应既定的社会期待与家庭

责任框架，以至于最后“想不出有其他理由要离开三十九街的家，或纽波特舒适的韦兰别墅”([8]: p. 376)。 
在老纽约上流社会风尚的深刻影响之下，梅毅然决然地摒弃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转而选择遵循

传统规范。正如埃尔金所深刻揭示的，“中产阶级的女人外出总得冒着危机她们操守与名声的各种风险，

独自外出去公共场所就等于是冒着丢脸的危险”([6]: p. 13)。在 19 世纪晚期，女性依然在相当程度上受

到家庭这一私人领域的制约，这一情形与当时社会的性别权力架构和社会控制模式紧密相连。和出身俄

国贵族阶层的女性巴什克采夫一般，梅至多只能被视为“半个自由的人”，缘于她们都秉持着“一个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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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的女人是愚蠢的”这一理念，进而使得自己在城市空间中的漫游行动受限于其固有的性别角色([6]: p. 
14)。因此，基于父权制意识形态，她逐渐被塑造成一个“不动港湾”，抑或是“男性为治愈被现代性异

化的心灵而回归的前现代空间”([2]: p. 98)。文本中对梅的不动描写，实际也潜藏着“流动性的男性中心

主义立场”，梅的行为和选择始终限制于家庭传统和社会期望，从而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2]: p. 98)。 
这种限制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的移动上，还深刻地反映在心理和情感层面的被动性。在 19 世纪末的

美国社会，女性在公共领域的自我表达被边缘化，因此其个人意愿和情感的表达往往需要以符合社会期

待的形式进行。尽管梅深谙丈夫纽兰与表姐艾伦的私情，但她却数次选择保持缄默，并在一次对话中袒

露道：“她能耳闻，也能观察——她有感情，也有主张。”([8]: p. 161)当纽兰假借公务之名前往华盛顿看

望艾伦时，梅直言“一定要去看看艾伦”，然而，在这寥寥数语背后实际上蕴含着一段无声暗示：“我要

你明白，我知道你到华盛顿之后是打算去见艾伦的，也许你去那里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既然你肯定会去

见她，那么我希望你是得到了我充分而明确的同意的——也希望你借此机会让她知道，你怂恿她所采取

的行动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8]: pp. 287-288)。最终，梅通过宣布怀孕，巧妙劝说艾伦以外国人身份远

走他乡，以此来维护家庭的表面和谐与社会地位。 
梅的行为不仅展示了她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生存智慧，还揭示了她在维护传统价值观和家庭秩序方面

的坚定决心。这一点在儿子达拉斯的评论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地体现：“你们只是坐着观察对方，猜测对

方的心思。”([8]: p. 382)达拉斯的这一评论不仅揭示了家庭内部沟通的缺失，还反映了梅和纽兰之间复

杂的权力关系和心理博弈。梅在公共场合一贯保持其优雅与克制的形象，尽管她曾试图通过与纽兰的对

话来探索自身的情感与思想。然而，这些探索性的尝试常常因为担忧会损害其在社会中的形象而受到抑

制，进而加剧了她的身份认同危机。 
总之，在现代性的语境下，这位保持低频率漫游的女性始终未能对其自我认同的连贯性保持清晰的

认知。换句话说，梅顺从于被铺排好的中产阶级生活，从而放弃了进入城市内核的权利，致使她始终遭

受着“个人的无意义感”的困扰，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

心理问题”([1]: p. 9)。梅和纽兰的结合虽使其巩固了社会地位，从而避免了因社会变革而带来的不确定

性。但她的婚姻生活缺乏深层次情感交流和精神支持，使她在心理上感到无意义和失落。这种“个人的

无意义感”不仅源于美国上层社会中女性主体性与社会期望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她在面对现代社会变

革时自我认同的无力感和焦虑。 

3. 艾伦：现代性自我认同的探索者 

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仍有部分女性依然致力于超越传统的束缚，探索更加多

元的生活路径。以梅为例，她的生活模式相对固定，较少跨越既定的社会界限；相比之下，另一位女性

漫游者艾伦则展现出了一种更为自由且深刻的漫游精神。艾伦的漫游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上的探索移动，

更是对自我认知和身份建构的深刻反思。根据吉登斯的理论框架，自我认同是指个体在现代性语境下“依

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1]: p. 58)。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往往在自我认同与社会

认同之间产生尖锐的内在冲突。社会监控、时空分离、抽象化以及反思性机制的发展，导致个体心理状

态产生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而危机不仅表现为瞬时的断裂，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而这种状态能

够“侵入到自我认同和个人情感的核心中”([1]: p. 13)。 
首先，作为前纽约人，艾伦幼年时期便跟随父母在欧洲大陆漂泊，而其父母在其幼年时期便早早离

开人世。这一系列成长背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其个性的形成。在全球化社会框架下，艾伦频繁与多元

异质文化进行接触与交流，此类跨文化互动在拓宽其认知边界的同时，也触发了其关于自我认同抉择的

困境。吉登斯指出，信任作为人格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广泛存在的决定性现象，它与抽离化机制及抽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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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表现出显著而特定的联系。信任和个体在生命早期所获得的本体性安全感之间存在着直接联系，但该

安全感通常源于童年时期与抚养者(尤其是母亲)建立的情感联系。此外，随着个体逐渐融入更加复杂多变

的社会环境，基于早期经验形成的基本信任机制开始与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产生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不

仅重塑了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的认知，还深刻地提高了其在全球化社会体系中建立新信任关系的能力。美

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观点进一步强调了婴儿和看护人之间建立的信任的重要性。他表示信任如同一种

情感疫苗，能够帮助个体抵御现实生活中的本体性焦虑。但与母亲的过早分离无疑在小艾伦心中播下了

“焦虑的种子”，这对其后续的社会交往模式和心理健康状态产生了持久影响([1]: p. 50)。 
然而，艾伦父母可以称之为现代流动性的早期见证者和受益者，而艾伦恰好在跟随父母跨越国家地

理边界的同时，继承了其国际视野。母亲的缺席虽对婴幼儿来说往往指代着外部世界的不可靠性，但是

这并不等同于母爱的失去。相反，艾伦将逐步形成一种独立于他人的经验感受。吉登斯指出，焦虑可能

源于“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然而，焦虑本身同样能够“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1]: p. 14)。
此外，艾伦在早期与父母的相处过程中便在温尼科特所说的“潜在空间”中锤炼出了基本信任，借助该

潜在空间，艾伦在完成对父母缺场的情感接受的同时，也建立起“惯例、协调性的习俗与本体安全感之

间的核心联结”，而该类习惯的保持正是“反抗焦虑威胁的关键堡垒”([1]: p. 43)。 
其次，姑母梅朵拉屡次婚姻的变迁不仅导致了艾伦家庭结构的频繁变化，还导致其始终处于本体性

不安全状态之中。由于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缺乏连续性，艾伦在成长过程中始终缺乏一个稳定的情感

支持系统。在早年漂泊经历中，艾伦的身份始终处于游离不定的状态，这导致她长期处于失根的焦虑之

中。她很难找到一个称之为“家”的固定场所，也难以明确自己究竟归属于哪个特定的文化群体。然而，

这种失根之痛驱使艾伦不断探索自己的根源和文化背景，试图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艾伦

的自我认同便转化为“在时空分离中拓展出具有新的可能性和更大潜力的认同”([12]: p. 141)。与此同时，

梅朵拉无视纽约的社会规范，采取了一系列非传统的个人选择，包括恢复使用前夫的姓氏，甚至在为胞

兄服丧时所佩戴的“黑纱竟比为嫂嫂戴的短了七英寸”([8]: p. 64)。在梅朵拉的影响之下，艾伦也开始对

传统社会规训持强烈的反抗态度，这一点在她初次踏入社交场合时选择身着黑色缎子礼服的行为中得到

了体现。 
再者，艾伦所遭遇的婚姻危机亦是其身份认同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离婚作为个体生活中的一次重

大危机，不仅可能威胁到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还会引发长期的焦虑和心理困扰。参照心理学家约翰·鲍

尔比的依恋理论框架，早期形成的依恋模式会影响个体在成年后的亲密关系中如何寻求和支持安全感。

离婚可能会导致这种依恋模式的破坏，从而引发情感上的不稳定和身份认同的混乱。对于艾伦而言，离

婚不仅使其在纽约社交圈饱受争议，同时奥兰斯基伯爵的残忍、不忠更动摇了她对婚姻和家庭的信任。

因此，社会压力与信任的破裂使艾伦在情感上感到极度的不安和迷茫，从而导致了身份认同的混乱。与

此同时，在现代性的情境中，每个个体都面临着“该做什么？如何行动？成为谁？”等一系列核心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还会通过语言表达和日常的社会实践得以体现([1]: p. 80-
81)。 

但从另一个维度来看，离婚也为个人的自我发展及未来的幸福提供了新的机遇。在这一阶段中，个

体将学会“发展情感”，并以“超越先前的能力以加强亲密的关系”([1]: p. 11)。基于沃勒斯坦和布莱克

斯利的理论视角，成功跨越哀痛阶段是离婚后个体重塑自我认知的重要环节。在长期婚姻的历程中，个

体的自我认同感通常与其伴侣紧密关联，这在事实上也与婚姻状态本身密切相关。吉登斯在其现代性理

论中也提到，现代社会中的个体越来越依赖于自我反思和自我建构，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经历

一次破裂的婚姻之后，艾伦必须“重返其早期经验，为能独自生活以及把握因离婚而获得的第二次机会

而找寻独立性的其他意象和根基”，从而建立起“新的自我感”和“新的认同感”([1]: 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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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 19 世纪交通技术的显著改善，尤其是铁路的发明极大地加速了人员流动的速度并扩展了其范

围。铁路的出现与发展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体现，更是现代性进程中时空分离这一重要概念的具体实践。

时空分离不仅促使个体通过社会互动和共享经验建立起一种共同的认知框架，还有助于帮助个体阻断种

种存在性焦虑。同时，正如《女性的现代性体验》一书中所提及的，汽车和火车的出现为女性提供了一

种新的视觉经验，使她们在公共空间中逐渐从被动的凝视对象转变为积极的观察者。交通工具的革新不

仅为女性提供了更广泛的地域自由，还促使女性在现代性背景下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面对一系列认同危机，艾伦主动选择在漫游中用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生活和选择，从而突破空

间束缚以实现地理位置上的移动。尽管现代性已经扩散为一种全球性的现象，其影响力渗透至世界的各

个层面和地区，但仍然存在现代性断裂的情况，这主要体现在不同地区、社会群体或文化之间在接纳和

体验现代性过程中所展示出的显著差异。艾伦早期一直在欧洲生活，而 19 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浪漫主义、

现实主义和印象派等多种艺术和文化运动，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变得更加开放和多元化，尤其是如

巴黎、伦敦等大城市。然而，在经历离婚危机之后，艾伦重返纽约并选择了郊区的住所，这一选择为她

带来了社群归属感的滋养。美国女权主义者丽贝卡·索尔尼曾深刻指出，“郊区的历史是一部破碎的历

史。([6]: p. 29)”这也是一部关于驱逐的历史，艾伦选择偏僻地区作为住宿地，亦可视为对这种历史情境

的回应。此外，她试图通过从多元化的集体中逃离，与相似背景的人共同聚居，从而脱离公众眼中的既

定形象，成为无名漫游者群体的一部分。 
对艾伦而言，位于西二十三街南端的房子并不局限于地理学范畴的街区概念，它更是一个抽象领域

的存在实体，一个集中体现创造力与波西米亚主义核心价值的思想结晶，一个深刻寓意着自由的隐喻。

这位中产阶级女性并不关注其邻居所从事的具体职业，无论是裁缝、鸟类标本制作师、作家、记者等何

种职业，均不在其考虑范畴之内。在其地处偏远的宅邸之中，艾伦成功地挣脱了维多利亚时期完美妻子

形象的束缚。她的居所绝非那种“千篇一律的棕色砂岩”外观所代表的传统模式，并且，她的房屋在布

局与设计上公然挑战了传统上流社会的既定规范([8]: p. 76)。这种空间安排不仅反映了她对个人自由和独

立性的追求，也彰显了她对当时社会主流审美和生活方式的叛逆态度。艾伦的住宅因此成为了一个象征，

代表了她对个人身份的重新定义和对传统性别角色的颠覆。 
社会学家迪恩·麦克内尔曾指出，现代欧美社会属性之一便是面向“远离现代性中心的边缘去寻找

救赎都市现代性痼疾的药方”([2]: p. 201)。这一观点强调了个体在现代性背景下对边缘地区的向往和探

索。对于艾伦而言，欧洲的现代性中心已经给她带来了太多的束缚和不自由，因此这位前纽约人在遭遇

离婚危机后选择返回纽约，试图在一个相对边缘化的环境中重新寻找身份认同。此外，小说中艾伦从欧

洲前来投奔纽约亲戚，其实也暗含着一定程度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意味，同时也表明“现代性正在内在

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7]: p. 56)。 
由于现代性的非地域化特性，艾伦凭借一系列交通工具开始不断游荡于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各个角落，

这种跨文化体验不仅使她接触到不同的文化和思想，也促使其对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进行反思。而漫游

却能给予艾伦一种地方性的感知，使其感知、体验、理解纽约、巴黎等不同城市的空间意义。然而，置于

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中产阶级女性的外出行为往往伴随着损害个人品德与声誉的多重风险。譬如，艾

伦在重返纽约社交场第二天，便因与波福特在第五大道散步而饱受杰克逊先生以及阿切尔夫人等人的非

议。此外，身着“约瑟芬皇后装束”的艾伦在初入纽约社交场时便受到了纽约绅士的一致凝视，并受到

了明显的冷遇([8]: p. 12)。换言之，纽约上流社会虽受到欧洲现代性的影响，但仍保留了浓厚的传统价值

观和严格的社交规范。艾伦的离婚经历和自由思想不仅挑战了老纽约上流社会对女性角色的严格定义，

还暴露了老纽约社会在处理个人自由和婚姻问题上的僵化和保守。因此，艾伦被视为必须被驱逐的对象，

以维护老纽约社会的空间正义和文化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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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者艾伦的形象，不仅是对个人在社会转型期中所经历的心理状态的具象化表达，同时也映射出

当时社会背景下，个体面对快速变化的城市生活时所产生的普遍性焦虑、不安乃至恐惧感。艾伦在文本

叙述中始终处于一种高度流动的状态，从她在纽约社交圈中的短暂驻足，到毅然决定迁居华盛顿，再到

频繁进行的跨城市旅行，如前往波士顿及筹划返回欧洲等举动，这些行为不仅彰显了艾伦对个性化生存

空间的积极探索，更映射出她对传统性别角色和社会期望的勇敢挑战。其在社交场合的频繁现身和突兀

缺席，譬如陪同范·德尔·吕顿夫人参与午后礼拜后立即离开，以及接到电报后迅速做出的外出旅行决

定，无不展示了艾伦生活状态的变幻莫测和对自由流动状态的深切向往。这些行动举止不仅是个人意志

自由选择的外在表现，更是对当时社会规范的一种含蓄而有力的抵抗。 
但在这种表象自由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深层次的身份认同焦虑。正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言，

焦虑在一定意义上与自由相随。通过持续的物理位移，艾伦试图在不断变迁的城市景观中寻找一个固定

不变的身份锚点，以此来缓解由现代社会流动性带来的精神压力。此外，纽兰在文本叙述中对艾伦始终

处于一种寻觅状态，而这种深切的疏离感表达了现代人在都市生活中的焦虑、厌恶和恐惧。为了疏解此

类负面情绪，艾伦在文本的叙述中始终处于漫游状态，换句话说，她将城市中的迷路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艾伦在现代性都市漫游体验中质疑并挑战了传统社会为女性设置的种种性属边界，在重新定义了自

我身份的同时，还将过往经验与新的生活相结合，形成独特的个人视角。正是通过漫游，艾伦得以进入

城市的内核，并获得自主的权利。此外，艾伦的漫游行为不仅使街道逐渐演变为一个“去政治化空间”，

也促成了其自身从“被观察的客体”向“去观察的主体”的身份转变([6]: pp. 219-243)。艾伦在最后主动

断绝了不愉快的婚姻和恋情，拒绝了传统叙事中的“痴恋–被抛弃–下海–宏大话术–精神救赎”模式，

决然选择与纽兰断绝关系，只身前往欧洲以享受其新式文化([13]: p. 127)。通过这种方式，艾伦不仅在物

理上实现了自由，还在心理上实现了自我解放，从而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换句话

说，艾伦是在与风险的实践博弈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现代性身份认同。 

4. 结语 

在前现代空间，个人的社会特征和身份认同总是“受到传统、亲情以及地点的制约”；但是在现代

社会中，个人的社会身份“脱离了曾经充满着自己是谁和自己怎样生活的知识的旧的环境、社区与期望”，

因此在小说结尾，艾伦的身份认同在不断的漫游之中已全然转化为“一个穿越全球化文化系统的，随种

种复杂社会与制度外形不断移动的投影”([9]: p. 19)。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由于行动场景的多元化和

‘权威’的多样性，在建构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的选择就愈加显得重要。”([1]: p. 6)《纯真

年代》中的梅和艾伦分别代表了传统与现代的不同面向。梅的漫游特性反映了她对传统秩序的坚守和对

社会地位的担忧，而艾伦的漫游特性则体现了她对现代性的探索和对身份认同的焦虑。两人的不同漫游

观不仅揭示了个人内心的矛盾，也反映了整个社会在转型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艾伦通过对现代性的深

刻反思和对自我身份的不断重塑，最终成为了一个独立、自由且具有深刻洞察力的现代女性。通过两位

女性漫游者的漫游行为对比，《纯真年代》深刻揭示了都市空间正义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为读者提供了

一个思考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寻找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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